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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collective consumption public facilities as well

as private productive facilities are often in the face with people's demonstration caused by suffering

from the externalities made by the facilities. This is called‘Nimby, not-in-my-back-yard’. Normally,

Nimby is dealt with a problem-solving point of view and seen as a selfish act. The sufferers are to be

compensated to ease their dissatisfaction. However, this viewpoint actually takes Nimby as a necessity

and reinforces Nimby. Nimby, under modernization perspective, is characterized as a territorized issue,

an elitism and problem-solving model. Nevertheless Nimby would be quite different in another

modernization. Risk society, firstly, points out that risk is everywhere, not belonging to some spaces and

classes only. Secondly, elitism under modern capitalism should be criticized for it combines science and

capitalism to social development, monopolizes decision-making and excludes people from participation.

Nimby is therefore resulted from modernization. Taking the landfill at Hsintien for instance, the paper

puts Nimby into the risk society framework. In addition,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siting of the

Hsintien landfill was not because of the least resistance path.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happens in the

case. Beck's theory is supported by the case study that sub-politics mobilization would undermine the

myth of non-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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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在現代化與都市化的過程中，許多集體消費之必要公共設施與非集體消費之生產設施，均面臨了因設

施之外部性擴散，而引起設施週邊民眾反對與抗爭之現象，此一現象一般以鄰避稱之。過去探討鄰避的相

關文獻大都是以問題解決的觀點看待鄰避現象：鄰避被定調成不要在我家後院的自私說法。對少數的受害

者以補償、回饋等手段來降低不滿的情緒。然而這樣的看法基本上同意以及強化鄰避現象是社會必要之惡。

鄰避現象的領域問題、專家政治與問題解決模式是現代化之下的觀點。在另一種現代化風險社會的觀點之

下，鄰避現象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面貌。首先風險社會強調風險無所不在，風險的分佈並不會限定於某種空

間或階級的領域之內；其次，風險社會批判專家政治在現代化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科學與資本主義已

結合成巨大的結構，主導社會的發展。這樣的結合，壟斷了決策，也排除一般人的參與，因此鄰避現象事

實上是建構在現代化概念的社會現象。本文以新店安坑掩埋場的設置為例，探討風險社會對鄰避現象的另

一種詮釋。本文指出選址於新店不是在最小抵抗策略下的考量，反省性的現代化有跡可循。地方的抗爭可

以驗證貝克的看法，以次政治的動員打破非政治的迷思。

關鍵字：風險社會，鄰避外部性，新店

一、前言

在現代化與都市化的過程中，許多集體消費之必要公共設施與非集體消費之生產設施，均面臨了因設

施之外部性(externality)擴散，而引起設施週邊民眾反對與抗爭之現象，此一現象一般以鄰避(NIMBY, not-

in-my-back-yard)稱之。鄰避現象最主要的特徵是民眾反對鄰避設施之土地使用與產生之危害(Portney,

1991; Meyer, 1995; Luloff et al., 1998)，因為鄰避設施週邊之民眾將承擔鄰避設施引起的危害與風險。

因此都市計畫法第四十七條即規定，「屠宰場、垃圾處理場、殯儀館、火葬場、公墓、污水處理廠、煤氣

廠等應在不妨礙都市發展及鄰近居民之安全、安寧與衛生之原則下，於邊緣適當地點設置之」。鄰避設施

的特性是會影響社會大眾居住的安全、安寧與衛生，並且對於附近居民產生不良的影響，因此在設置地點

選擇人口稀少、都市邊緣的地方興建。傳統公部門看待鄰避現象大致視鄰避現象是一個「選址」的問題、

一個專業的專家與官僚教育民眾的溝通過程，以及必要的公共設施設置的過程。過去探討鄰避的相關文獻

大都是以問題解決(problem-solving)的觀點看待鄰避現象：鄰避行為多屬於地方性的衝突與抗爭，鄰避被

定調成不要在我家後院的自私說法，鄰避設施被賦予了成全多數市民之需求與社會發展之必要。對少數的

受害者以補償、回饋等手段來降低不滿的情緒。然而這樣的看法基本上同意以及強化鄰避現象是社會之必

要之惡，鄰避是以選址的方式降低危害，以空間包裹風險的不得已的選擇。法定的民眾參與過程自然也如

Arnstein (1969) 指出的，成為了無真正參與精神的「安撫」與「治療」。當鄰避現象以問題解決模

式處理時，其實只是不斷的複製與強化生產問題的結構，現象平息後鄰避之危害與風險依然存在。也因此，

媒體總不時的報導地方的抗爭如反對加油站、瓦斯儲槽、焚化爐、掩埋場等地方抗爭事件。儘管有文獻指

出(黃德秀， 2001)，應當及早告知民眾與強化雙向溝通，但多數之鄰避事件通常以權力之展示收場。

不管是反對核四或焚化爐、掩埋場設置等等之鄰避現象，大致總包含了領域問題與專家政治等因素。

在鄰避現象中，公部門的風險控管方式是將鄰避設施設置於偏遠地區以降低危害與風險，以空間區隔處理

危害與包裹風險。同時這樣的領域切割也巧妙的選定在弱勢族群的居所，以降低民眾反彈的能力與處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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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就專家政治而言，雖然鄰避事件中公部門依法(都市計畫法或環評法)均有民眾參與的過程，然而不

管在參與人員的組成與決策的機制上，處理鄰避的機制卻是建築於科層體制上的專家政治。承受危害與壟

罩於風險、恐懼的居民，僅能提供意見供專家與官僚決策。因此Freudenburg (1993)認為鄰避現象完全是

參與者的理性行為，因為居民有不同的風險認知以及對官僚的不信任(English, 1992; Flynn et al., 1992)。

但對專家而言，鄰避情結是一種自私的、意識形態的或政治的一種傾向，很難進行理性的溝通與說服，因

為鄰避包含太多非理性的內涵(丘昌泰， 2002)，這與前者對理性與否的價值判斷呈現出一個很大的落差。

鄰避現象的領域問題、專家政治與問題解決模式是現代化之下的觀點。在另一種現代化風險社會(Beck,

1992)的觀點之下，鄰避現象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面貌。首先風險社會強調風險無所不在，風險的分佈並不

會限定於某種空間或階級的領域之內；其次，風險社會批判專家政治在現代化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科

學與資本主義已結合成巨大的結構，主導社會的發展。這樣的結合，壟斷了決策，也排除一般人的參與，

因此鄰避現象事實上是建構在現代化概念的社會現象。了解鄰避現象必須在現代化的脈絡之下，才可以了

解它的意義，甚至成因。也因為我們對鄰避的認識一直侷限在 Beck (1992)所言的第一現代概念內，本文

的目的在重新審視鄰避。除非我們能夠重新認識鄰避，不然在現代化的發展邏輯之下，鄰避將會在不同時

空下不斷上演。本文以新店安坑掩埋場的設置為例，突顯傳統鄰避理論的限制。傳統鄰避的關點在分析鄰

避現象時，多數在對鄰避設施的特性與解決之道作出分析，是一個問題解決的模式；而風險社會理論則是

以巨觀的看法提出鄰避現象的結構觀點。在新店的案例中掩埋場的申請案，由規劃到環評通過，雖然僅是

一個開發的前段，但期間的過程足夠提出對鄰避與風險社會理論整合的回應。

二、鄰避現象(NIMBY, not-in-my-back-yard)

在台灣，很多的環境抗爭來自於不當的公共建設，但這些抗爭很輕易的就被冠上「不要在我家後院」

而被污名化為要求回饋金的代名詞。這樣想法的出現，多不是來自居住在鄰避設施的附近居民，而是其他

社會大眾因為不會承受鄰避設施所帶來的損失，反而可以享受設施帶來便利所持有的一般心態。一般大眾

的刻版印象多是社區居民自私、短視的觀念，妨礙了社會公共福利的實現，但是從抗爭民眾的想法來看，

若是接受了『鄰避是自私短視的地方狹隘之說』是中了贊成設置鄰避設施一方的抹黑及混淆(李永展，

1997)。另外就過程而言， Freudenburg與 Pastor (1992)兩位學者以環境意識的覺醒與民眾對其自身權利

的重視為觀點，看待鄰避現象，這說明了鄰避現象是一種累積的過程以及社會學習的成果(Kasperson and

Kasperson, 1996)。這兩種說法均指出鄰避與反對鄰避的形成包含了社會集體論述的生產、衝突與對抗。

Focht(1995, 引自陳彥樺， 1998)指出鄰避是一種認知態度、一種社會運動、一種法律失效、一種政

策失敗、一種社會病態及一種爭論的典範。其他的學者如李永展(1996)亦指出鄰避的形成也具有可認定的

心理基礎，是污染受難者傳播其受害經驗的產物，由於資訊傳遞不明，民眾因為不了解所產生的心理恐懼，

便是所謂的鄰避情結。

如前所述鄰避現象的產生乃因為在現代化與都市化的過程中許多集體消費之必要公共設施與非集體消

費之生產設施，面臨了因設施之外部性擴散而引起設施週邊民眾反對與抗爭之現象。過去的文獻對設施的

類型有以下的探討，鄰避的產生可以根據設施所生產之危害與風險來源，而有以下幾種類型:

(一)「污染性設施」為經濟發展社會下配合以放任與形式化的環境管制所衍生出的設施類型，例如蕭代

基(1996)，將鄰避設施稱為污染性設施。不過，不管在台灣或西方世界，環境議題成為鄰避的主要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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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是近年才有的趨勢。Freudenberg與 Steinsapir兩位學者回顧鄰避現象的歷史指出，鄰避早在十九

世紀中葉即發生於美國，但當時的鄰避現象主要是以居民反對交通建設為主。環境議題成為鄰避現象

的大宗，是在二十世紀的六零年代後才發生的(Freudenberg and Steinsapir, 1991)。

(二)「空間摩擦設施」為擁有優勢地位的經濟團體在最短時間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犧牲弱勢團體的權益，

例如紀素菁(1990)認為都市空間是權力運作的結果，擁有經濟優勢或利益取向的團體(例色情行業)易

侵入弱勢系統(例二住宅區)，產生空間摩擦的現象。

(三)「不寧適設施」為令人感到不愉悅的設施類型，例如曾明遜(1991)提出不寧適設施來解釋鄰避設施

具有滿足社會需求的服務功能，但令附近住戶感到不愉悅舒適，也可能產生實質或潛在傷害身體或財

產價值的威脅，火葬場或殯儀館是「不寧適設施」的例子，它們可能造成一些危害如地價之下跌，

但較少產生不可預期之風險。

(四)「嫌惡性設施」為不受歡迎的設施類型，例如陳彥樺(1999)將鄰避設施定義為嫌惡性設施，其內涵

為設施具有潛在危險性或污染性導致民眾直接性的反對設立。

(五)「風險集中設施」為設施週邊居民承擔的風險多於所承擔利益的設施類型。例如何紀芳(1994)提出

民眾對於設施的接受程度與接受設施的風險高低有關，也就是風險越高的設施，民眾越不易接受，這

也說明此類設施多是風險集中的設施。

(六)「鄰避型公共設施」為引起民眾不悅，進一步採取抗爭行動的設施類型。例如吳妙方(2002)認為此

類設施在整體社會利益的考量有其必要性，但設施周遭的居民必須承擔設施產生的外部成本或外部

性，造成社會不公平不正義的情形出現。

上述的文獻分類均指出鄰避設施會生產出負面之外部性，而由設施週邊之居民所承擔。然而嚴格來說

第四、五、六項設施已包含於第一、二、三項設施之定義內。就風險社會的概念而言，上述的設施類型可

能產生危害與不可預期之風險，但第 3項設施類型可能僅產生危害而較少產生不可預期之風險，也因此這

類型的設施並不在本文之分析之內。

在設施的因素之外，鄰避產生的一個重要因素是設施生產之外部性(externality)。根據寇斯定律(Coase

Theorem)指出，外部性不會單獨產生，它必須同時有污染者與受害者。例如產生噪音之工廠對藝術家鄰居

具外部性，但此二者之單獨存在並不具有外部性的效果。如果單獨只有噪音而無藝術家則無外部性，反之

亦然。外部性的出現意味鄰避設施所生產之效益並未透過市場機制產生合理的分配。鄰避設施將生產成本

外部化，外部化的成本往往轉嫁給設施周邊的民眾(O'Hare et al., 1983)，因此湯京平(2004)指出，鄰避

現象的特色是不對稱的利益分配結構。這種不對稱之利益分配結構導致週邊民眾的抗爭而產生鄰避現象。

Luloff et al.(1998)等學者認為此種利益分配結構是誘因包裹(incentive packages)，誘因包裹包含鄰避設

施所產生的所有成本、效益與風險。誘因包裹的概念暗示鄰避設施產生的所有效益與風險是不可分割的，

一般的解決之道是在包裹中加入正面的效益、賠償等。但這種概念卻忽略其他的社區接受的包裹與設施週

邊社區所接受的包裹是不同的。

有學者指出鄰避概念的使用可能產生誤導，因為輕率的使用鄰避概念無法區分反對者僅是反對鄰避設

施設置於其居所附近，或是反對鄰避設置於任何地方(Luloff et al., 1998)。因此鄰避概念還需要更進一步

釐清，鄰避設施對週邊民眾產生的影響通常與地理上的距離遠近成反比，但這不應只是對污染設施的地理

上之接近，而應是對污染或外部性之接近，例如噪音與輻射污染所造成的鄰避現象即有不同的影響範圍。

地理上之接近是產生外部性之必要條件，但必須注意的是，所謂地理上之接近，除了外部性會產生影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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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距離，也包含時間距離。就時間距離而言，假設核廢料儲存於無人島，這種情形並不代表只有污染者

無受害者，而無外部性存在。因為核廢料對未來世代也將造成影響與限制。如果沒有處理對外部性時空上

的接近，那對於許多未知與不確定之危害設置所形成之風險即無法處理。

傳統對外部性造成污染的處理是，只要主管機關充分了解污染防治成本，能夠決定哪一方應該負責防

治外部性產生的問題，制定法律來強迫行為者自行負擔外部成本，而把外部成本內部化。以皮古(Pigou)的

誘因(支付污染的罰款)和寇斯(Coase)的誘因(受害者付費要求不要製造污染)加起來，給予廠商控制污染的

雙重誘因作為解決。另一個解決之道是政府用侵權行為法取代行政法規，把交給公部門的罰款給予土地所

有者的損害賠償(傅立曼， 2002)。如果外部性能夠完全的內部化(不管是罰款或是損害賠償)，鄰避即不應

當發生。反過來說，鄰避發生是因為受害者認為賠償不足以支付損害。處罰或賠償只處理到可見之危害，

而未支付到不可預見但又可能發生之災害風險。

在消費和生產的兩端同時來控制外部性的產生是一般處理外部性的方法，但這不能解決外部性分佈不

均的狀況，特別是貝克(Beck, 1992)之風險社會概念中指稱的跨界的風險(貝克認為風險的擴散不能被拘束

在一定的地理範圍內)。過去處理鄰避外部性的文獻，均只有探討可見的危害而忽略風險的不確定性。例

如，陳柏廷(1994)，翁久惠(1993)兩人則將鄰避設施定義為嫌惡性設施，其內涵為設施具有潛在危險性或

污染性導致民眾直接的反對，如垃圾掩埋場、焚化爐及核能發電廠等。他們的看法並未對風險對一般人的

影響與民眾對風險的知覺加以分析。曾明遜(1991)提出鄰避設施具「風險集中」特色，但在其文章的脈

絡中，風險所指的其實應當是危害，而且他也忽略了風險所潛藏的跨界分佈問題。

從民眾或受害者的角度視之，鄰避現象除了地理或空間因素外，尚有心理、政治、經濟及社會四個不

同面向：

(一) 心理上：居民對設施開發者與主管機關的信任度不足(蕭代基， 1996；English, 1992; Flynn et al.,

1 9 92 )，而鄰避設施藉由受害者的經驗以及預期恐懼往往是造成鄰避情結的主要原因(何紀芳，

1994)。

(二) 政治上：鄰避性的公共設施大都考量社會整體效率問題，而以空間區位作配置，經常不顧及鄰近民眾

的意願與感受，即使有參與也徒具形式，造成社區與政府之間的衝突或資本家與社區間的衝突。傅恆

德(2000)提到鄰避現象必須考慮非正規或非傳統的政治行為，或稱為抗議性的行為。民眾抗爭也許是

不理性的，但卻是政治參與的一部分。

(三) 在鄰避現象的政治分析中，國家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許多大型的鄰避設施都是由國家所默許甚至

支持與擁有的。當發展被簡化為經濟發展，國家自然以提供優良投資環境或相對低廉的環境成本，配

合放任與形式化的環境管制，而產生污染性設施的鄰避現象。鄰避現象中國家扮演何種角色？是中立

的仲裁者與執法者？這是一個更值得關注的問題。Lake(1993)反對在政府放任(laissez-faire) 與自由

市場下的發展模式。他指出如此的發展模式只在促進私有財產的極大化與保障資本累積，國家的作為

自然是偏袒資本家而犧牲社區利益。

(四) 經濟上：鄰避設施服務社會大眾，為不可或缺的集體消費財貨，但其外溢的負外部性因為邊際效益遞

減原理會隨距離的增加而遞減，造成鄰避設施週邊的負外部性最大，引發出外部性分配不公平的問

題。這個因素往往造成鄰避的抗爭只有設施週邊的少數人參與，其他人僅作壁上觀，甚至污名化鄰避

為自私之行為。鄰避現象的一個特殊地理現象是，鄰避設施可能造成污染者、受害者與一般社會大眾

三種群體。這三種群體的區塊大小又與外部性的種類與範圍有關。它可能伴隨著社會異化，使得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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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的範圍縮小，形成一種有限而狹小地緣性公領域(譚鴻仁， 2003b)：整體社會的公共議題卻被狹

隘的限定於一定之地理範圍內。

(五) 社會上：民眾面臨到小我與大我的對抗；鄰避設施的設置往往以「最小抵抗路徑」(the least resis-

tance path)的原則，將廢棄物丟棄在特定的地點及特定人群的生活領域(Bullard, 1990)。而這個最

小抵抗的特定地點，一般是偏遠地區，包括地理的以及文化的偏遠地區(Johnston, 1995)；而特定人

群則非各弱勢族群及貧窮社區莫屬(紀駿傑， 1997)。

鄰避現象主要來自外部性，但是對鄰避現象的解決之道除了對外部性的處理外(補償的觀點)，尚有衝

突管理的觀點、社區主義的觀點、及科技和民主相互之間知識競爭的觀點：

(一) 補償的觀點多放在如何用金錢或其他回饋的方式，減輕設施周邊居民的損失，以降低居民的抗爭，形

成一個 Luloff et al.(1998)所指出可接受之誘因包裹。但在本土的經驗中，黃德秀(2001)發現民眾比

較希望能在計畫實施與設施規劃的過程中，清楚了解公部門在做些什麼？而不僅是以後續回饋的方式

來彌補民眾。

(二) 衝突管理的觀點多探討空間衝突、管理模式和和解對策，如李永展(1998)分析空間衝突在於公部門與

民眾雙方認知不同、利益分配不均、資源分配不均、及資訊傳播不正確。解決之道在提出合作管理的

策略，以風險減輕(環境監測、環保協定)、經濟誘因(補償回饋)及民眾參與三個工具來管理衝突。一

般民眾參與的部分比較偏向正式參與的管道，如公聽會、提供資訊、問卷調查及協商等。但研究發

現，民眾在面對鄰避設施的設置時，多半不滿足正式的參與管道，而以非正式的參與方式來表達意

見。黃錦堂(2004)即指出，目前的環境影響評估制度欠缺制度化保障的程序。一般案件鮮少有機會進

行第二階段環評，而第一階段環評亦沒有民眾參與。

(三) 社區主義的觀點以共同的生活空間、共同的歷史文化感、高度的社會凝聚感與主動的政策參與，期望

破解鄰避的困境，強調社區可作為國家和個人之間的過渡，破除以國家為中心的公共政策，避免個人

追求私利而排擠關懷公共事務的付出(丘昌泰，2002)。社區主義的觀點是以提高民眾參與的方式，降

低政府決策時的獨斷，進而反對污染設施的設置。民眾參與形成以新地方治理的發展模式來改變過去

公部門忽略社區居民的參與。從彼此的互動創造參與的可能，在互動過程以信任為基礎，彼此因信任

而拋棄本位主義，降低訊息傳遞及互相了解所需要花費的交易成本，進而化解鄰避的衝突。

(四) 知識論述競爭的觀點是藉由民眾提出反對的觀點，挑戰專家政治的知識壟斷與決策壟斷。陳孟瑜

(2002)在其研究中提出公部門以科學知識與統計數據建立焚化爐的興建論述，而反焚化爐的一方從生

活脈絡找出屬於當地的反對理由，並認為那些「外來」的科學知識會因為與他們的生活「無關」，

雙方產生科技與民主的知識競爭論述。但在這種模式中，雙方必須有平等的溝通地位，才能有效解決

科學爭議，增加政治決策的正當性。

三、從鄰避到風險社會

台灣在過去的發展過程中，一直是以經濟發展掛帥的方式去處理各項產業、經濟、政治、社會與環境

的議題。但最近環境的反撲接踵而來，風災、水災、土石流、公害問題等接連發生，令人不禁反思台灣是

否不夠現代化？抑或是需要另一種現代化的思維？台灣是否對待發展環境與社會諸多議題不夠理性？抑或

是台灣需要另一種理性？在西方，德國社會學者貝克(Ulrich Beck)從車諾比核電廠爆炸事件引起的諸多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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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提出風險社會(risk society)的概念，重新處理發展與現代化的問題：人類社會在現代化之後應當如何

面對社會進一步的發展？

貝克認為工業社會的生產引起風險的出現。工業社會除了生產出各項工業產物之外，副作用(side

effects)也不可避免的同時被生產出來，例如污水、廢氣乃至於長期與不可見的輻射污染或貧富差距與種族

問題等。這些副作用經過一定時間的累積，終將對人類社會與其發展造成影響。此影響將會跨時空與階

級的反饋回人類社會，形成風險社會。這樣的進程使得工業社會的發展，由過去財富分配邏輯轉成風險分

配邏輯(胡正光， 2003)。當然進入風險社會的前提是：風險已被釋放或轉化成災害進入社會，影響社會之

運作，產生對工業社會的反省思考；其次是物質匱乏不再是社會的主要議題(胡正光， 2003)。由於全球化

的影響這項對已開發國家的描述，已無可抗拒的影響到全球社會之中。在民族國家(nation state) 的制度

下，由於主權的限制，本國的居民是無法對鄰近國家的污染政策有法律上的主張權力，但在風險與影響分

配的層面上，沒有一個區域可以免除接受災害的可能，酸雨以及全球溫室效應就是最好的例子。民主的決

策以現有法令以及個人的自由、平等為前提去決定行使權利與責任歸屬，然而永續發展中的風險承擔，則

是超越了民主決策的前提(主權內行使公民權的身份)。永續發展下的生態社區卻使得我們必須要對這種影

響表達我們的立場。但在民主制度上政權的行使依然是以主權國家為最大範圍，無法顧及跨世代以及不同

物種之間的利益(譚鴻仁， 2003a)。貝克的風險社會學就在處理由風險分配邏輯所影響下的各種政治社會

與發展的議題。

如果現代化(modernization)是由啟蒙時代興起的科學理性，主導人類的文明，那貝克的風險社會指涉

的即是，由認識到科學理性的侷限，以及其副作用引發的風險產生的另一種現代化：第二現代。劉維公

(2001:3)認為「第二現代理論將焦點放在現代性本身的激進化與變異性。對貝克、季登斯與瑞旭而言與其

說是『後現代』的來到，倒不如將當代社會的變遷解釋成『現代化的現代化』( m o d e r n iz a t i on  o f

moderniza tion)現代化的現代化不是『以現代化救現代化』的意思，而是現代化的『自作自受』」。

貝克(1992)的風險社會包含有五個特徵(周桂田， 1998；胡正光， 2003)：

(一) 風險具體的質與量，以及何時會對人產生影響，是不可知的，而通常社會對風險的定義與認識並不是

直接由一般人所操作，中間有一對專業與社會政治的加工過程。

(二) 風險的分配邏輯跨越現代化社會中的階級與財富界線。由於風險的不可知與不可測，使得風險的生產

是多重因果的非線性關係。再加上風險從起因到發生具有一定以上的時間累積後果延展性(顧忠華，

1994)，風險時差(周桂田， 2002))，因此當風險發生時，其效果是普遍與不特定指向的，科學理性

的計算不可能得知。

(三) 風險的出現並不是絕對與資本主義邏輯不相容。風險也具有市場價值，會被納入資本生產之過程。

(四) 在風險社會中，並非是存在決定意識，而是意識決定存在。社會上的風險是透過風險的定義機制所界

定的，也因此面對風險，應當先面對風險的認識論。

(五) 由於風險是意識決定存在，而集體認識的過程又是政治的過程，因此風險的認識與處理，將牽涉政治

上的權利分配此即所謂之「災難之政治潛能」(胡正光， 2003)。

上述的描述簡要的介紹貝克的風險社會的特徵，而風險社會提出目的在處理一個現代化之後的實然與

應然的問題。風險社會是一個與後現代理論同時競爭性的處理現代化進程的理論範型。處理風險社會的第

二現代與後現代之異同，非本文之目的與能力，但簡要的說，季登斯認為人類並未超越現代性，而是生活

在它激進化階段中(劉維公， 2001)。貝克以現代社會的發展不自知的製造風險來說明社會發展中專家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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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資本主義如何面對發展的不確定性。「因此，貝克主張，不是知識，而是非預期後果或是所謂的『副

作用』(side effects)才是現代社會發展的動力來源。第二現代可稱作是副作用的時代」(劉維公， 2001：

7)。

貝克對風險或副作用出現的解釋是「組織性的不負責任」(胡正光， 2003)。如貝克主張的，風險的

分配不限定與某些特定族群，但專家政治之下風險的界定僅由專家片面在特定的政治過程中決定。這樣的

社會、政治之集體行動之下，風險的分配與災害的責任是由社會集體生產的。換句話說，在以科層制與專

家政治為特色的現代社會中，風險是一個集體不負責任的結果。現代社會的風險具有集體行動生成的組織

性。風險的責任歸屬即為組織性的不負責任。

對於連結現代與第二現代的可能，貝克的主張是提出反省的現代性(reflexive modernity)。貝克的主張

是：現代科學引起許多風險與災害。現代科技界定其為低風險卻無法預期其災害影響，以及控制災害之發

生。一般人已逐漸失去對專家之信任與順從，漸漸認識風險的不可測。社會大眾應當脫離原先之社會、政

治結構，反省性的建構出一個新的社會(Baxter et al., 1999)。

貝克的風險社會理論，除了對現代社會發展到風險社會提出詮釋的觀點外，也對當代應當如何面對風

險，提出他的主張。由貝克的風險分析中可以看出，風險的形成，是一個長期的集體社會工程，因此風險

的出現才會有組織性的不負責任。在現代社會科層制的分工之下，民眾參與的層面與尺度都受到大幅的限

制。民眾不只是在公共政策的後期才被告知，並且在參與的層面上也因為非專業的身份被排除在外，僅能

以象徵性的參與角色去合法化公共政策的合理性。貝克認為在現代社會中市民大眾被隔離在所謂「非政

治」經濟 -技術層面之決策外，而這樣的限制應當被打破，因為風險是不可測的，且任何非政治的過程都

牽涉到風險的定義與決策過程(顧忠華， 1994)。因此現代社會的風險定義是由非政治過程排除民眾參與的

封閉過程，而在風險社會，風險定義程序應當是一個開放的過程，透過公開的爭論協商，以審議民主

(deliberative democracy)來達成風險理性。

貝克(1992)認為要打破政治與非政治之間的界線，必須由廣大的市民藉草根市民運動來達成、貝克稱

此為次政治(sub-politics)。貝克期望在現代化中被個人化的市民，能夠反省風險的成因與「非政治」如

何排除市民的參與，進一步形成反省的公領域。為達成公領域的溝通、學習與妥協的效果，貝克借用哈伯

馬斯(Habermas)的溝通倫理概念，希望能由次政治的參與，重新界定風險社會中的社會與政治結構。溝通

倫理與審議民主的概念包含三點特色：公共性(publicness)、責任性(accountability)以及互惠(recipocity)

(Gutmann and Thompson, 1996)。在審議民主中，知識為社會建構與互動的。知識的驗證必須藉由互動

的參與與觀察得來。它強調規劃或民主的政策討論是一個社會學習的過程。它不否認專業 /非專業意見差

距的存在，但經由理性的溝通協商，這樣的距離是可以被消除，於是次政治的參與可以消除非政治下的決

策壟斷。

風險社會理論提出一個鉅型的分析架構處理現代社會發展的議題。在鄰避的現象中它補充了鄰避理論

分析設施特性與解決之道的個體性觀點，而提出鄰避是社會發展的現代性問題。鄰避設施伴隨著風險，而

鄰避現象反映著社會處理風險的態度。風險社會理論中副效應與集體的不負責任是鄰避現象中最常出現但

傳統理論所無法視及的現象。它將不同的鄰避現象統攝於一個社會發展的結構下，而以哈伯馬斯的溝通理

性作為處理反身性以解決鄰避的途徑。Habermas (1984)的溝通行動理論認為理性的溝通行為可以滿足規

劃參與中公平參與與專業與非專業能力兩個決策上的兩難(Dietz, 1995)。溝通理性強調規劃或民主的政策

討論是一個社會學習的過程。它不否認專業 /非專業的意見差距的存在，但經由理性的溝通協商，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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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是可以被消除而產生一個自發性的共識。這種特性也是對過程 /結果、公平 /能力二元對立的有效回

應，這個特性也是對古典民主理論中參與的教育性與發展性功能(Pateman, 1970; Lively, 1975)與遠溯至

古希臘亞里斯多德所謂的集體智慧(collective wisdom)相呼應。

不過風險社會理論也面臨了兩項可能的挑戰：第一是以哈伯馬斯的觀點處理反身性問題；第二是微觀

層面的風險知覺的地方性問題。Hillier (1993：89)認為Habermas的分析方式表現出一個對權力關係的

重大盲點。Hillier (ibid.)解釋 「Habermas的分析方式試圖說明個人或組織如何藉模糊議題，操控信任

關係，以及扭曲事實來影響溝通，但這些分析並沒有充分考慮權力如何運作以及權力關係為什麼存在。」

所以Habermas的溝通行動理論只是指出溝通過程的應然面：如何成就有效的溝通創造出一個有效合理的

論述而形成反身性達成共識。它並沒有就現實層面對溝通做病理的剖析。在理論層面上，Habermas的論

述分析確實可在一個理性與理性人的前提下做論述效度的檢驗，而達到理性論述過程。但是在現實層面上，

這種理性與理性人的前提並不必然存在。這可以由以下兩點加以闡釋：

(一) 由於Habermas並未處理權力的問題(其形式、來源)，因此在溝通者未能感知的情況之下，他不會對

此加以質疑而權力仍將作用。Habermas對理性減少溝通障礙的看法在事實上仍受制於理性的侷限

性。我們必須要能夠認知到政治、經濟等形式上的權力對溝通的扭曲，才能夠挑戰與改變這個現況。

關於此點， Young (1996)更提出了文化上的差異對平等溝通的限制。除了經濟上的支配與政治上的

控制之外、文化上、社會上內化的權力與言談形式等也是一種權力形式。

(二) Habermas信任理性的啟蒙力量。在面對價值衝突、利害衝突時可以透過溝通行動達成共識。但現實

上冀求既得利益者，在理性的溝通後主動放棄既得利益，或是利益的衝突是可調節的，是一種非常樂

觀的想法，多元政治主義(Pluralism)的政治共識是以協商、妥協、利益交換來達成，這個觀點在現實

上是較易被達成的。

另外，Habermas的溝通行動理論的一個難題是溝通行動僅發生在溝通場域內。僅管公共政策攸關大

多數公民的利益與福祉，但事實上並不是每位被影響的公民都願意進入溝通場域內與其他公民進行溝通達

成共識。一般情況之下，溝通行動是有其成本的，而人民也可以不進行溝通來享受其成果。所以Olson

(1965)集體行動邏輯的影響與限制將對溝通行動造成一個難解的課題。

在微觀的層次上，還需要投入更多的實證研究補充風險社會理論未能夠處理的風險知覺生產的問題。

Hannigan (1995:31) 指出風險是定義、妥協與合法性交互運作的動態社會過程後的產物 (“a dynamic so-

cial process of definition, negotiation and legitimization”)。風險的生產有其政治、社會與文化等相關

背景(Ali, 2002)，例如 Freudenberg and Steinsapir (1991)發現二十世紀的六零年代後，環境議題才成為

多數鄰避現象的主題，這除了是社會與經濟發展的結果外，也是Kasperson and Kasperson (1996)認為社

會學習的成果。而隨者社會的差異，風險可能有不同的生產與傳播過程。貝克的理論中雖然也嘗試將鉅觀

的風險生產拉到微觀的個人或社區的層面，例如他提到的次政治概念，但其次政治(sub-politics)的運作仍

然未就空間的差異去檢視不同的社區是如何生產與學習去認識風險，並據此形成次政治的動員過程。以下

的部分，本文將以鄰避與風險社會的相關理論分析一個台灣本土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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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店安坑掩埋場的發展過程

從風險社會的概念看鄰避現象可以觀察幾個概念，例如非政治與次政治的過程，風險定義的決策與分

佈，鄰避中的參與是不理性的污名化等。不過根據之前的鄰避設施分析，在鄰避設施的類型中，不寧適設

施所產生的鄰避現象並不能包含在風險社會的分析架構中，因為不寧適設施所產生的外部性，並不具有風

險之不可測與跨階級等特性(例如殯儀館或陸橋等不寧適設施引起的居民反對)本文接下來將以新店安坑設

置掩埋場為例探討風險社會與鄰避現象的關聯。

安坑掩埋場事件的發生於 2000年，但起初地方民眾並不知情，直到後來部分地方民代得知消息，開

始串聯形成反對團體，並邀請非地方的組織加入。本研究以個案研究的方法透過參與觀察(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次級資料分析(secondary data analysis)與半結構式(semi-structured)問卷之訪談(interview)

的方式蒐集資料。次級資料包含剪報與期刊文獻等。訪談對象包含：環保團體成員、民代助理，公部門官

員，開發單外人員，地方意見領袖，地方民意代表，反對團體成員，地方居民等，共13人。另外，就研究

倫理之考量，本案因參與之人數有限且回應受訪者要求，在以下的描述中均作匿名而以職稱處理。訪談進

行時間為 2003年 11月至 2004年 5月。

(一)掩埋場的設置

2000年開發單位申請開發，提審「新店安康事業廢棄物掩埋場」環境影響說明書， 90年 2月 21日

召開之第1次審查會，環評委員審查的部分有：一、地方民意，二、交通影響，三、安全，四、污染防治。

該計劃在土地開發階段是由民間開發單位提出申請，由公部門來做審核的動作。新店安坑設置過程因為是

BOO(build-operate-own)計畫，設置地點與計畫是由開發單位提出，縣府方面認為在規劃、土地開發等階

段是由民間開發單位提出申請，由公部門來做審核的動作，而開發單位認為政府的政策是解決一般事業廢

棄物的需求，由政府負責審核。地方從知道這效消息到動員反對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以議員主導，議員意識到大面積掩埋場的開發、設置，會對地方造成威脅。當時僅少數民代

知道掩埋場計畫，收容垃圾焚化後的有毒污染物質。 2001年自救會成立，要求開發單位停止申請動作，

組織成員以立法委員為首，地方議員為輔、加上新店市代表及部分里長的參與。民代發起是因為民意代表

的身分及網絡容易取得資訊，地方議員在縣府議會提出質詢，同時里長也開始以其組織傳遞相關知識給居

民。由於新店安坑地區多是點狀集合住宅社區形式，居民結構主要是外來人口居多，因此自救會陳情方式

是以社區或里辦公室發動簽名、陳情，遞交陳情書方式向縣府反應。

第二階段始於 2003年 8月，部分居民認為自救會反對掩埋場沒有效果，加上對於地方上的耳語對民

代的不信任，在外來團體的協助之下發展新的組織，轉成以民眾為主體，呈現舊組織(自救會)和新組織(大

聯盟)雙軌進行的反對運動。新組織建立了新的管道、平台，讓居民能夠參與，也集結地方居民的力量，強

調地方居民的自主性與主體性發展。而新組織也因為舊組織的效率執行不彰，組織內的分工與負責更細緻。

新組織的成員在專業領域有一定的程度，如退休工務局人員、退休教師、環保團體等。由此可以看出安坑

地區有個別的社會資本，對於幫助地方參與有正面的意義。在參與過程中打破專家與非專家的界線，學習

及吸收以往不會碰觸的專業知識，如組織運作、法規，地方文化的認識。

雖然有民眾不斷的抗爭，安坑掩埋場的設置在事件曝光前即通過環評，並且免予進入第二階段環評，

合法的排除環評法中規定的民眾參與程序。但在此之後，還需要在營建署經過水土保持及區域計畫兩項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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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將牽涉到層級更高的單位。民眾在專業及資訊方面無法獨立對抗，借助環保團體及立法院永續會的立

法委員的幫助，在中央監督事件的發展。另一方面，地方居民也由這樣的訊息管道，發展地方動員抗爭的

力量，避免在資訊不對稱的狀況下，面對設施已確定要興建等等的謠言，形成囚犯難局式的集體行動困境，

同時也擴大地方居民參與的領域。

在參與的過程中，民眾質疑縣府的說法，縣府強調廢棄物處理的急迫性，將環評導向有條件通過。此

外由於環評過程偏向處理技術面的評估，民眾只是單方被告知，居民必須靠著陳情、檢舉等訴訟手段才能

參與。很清楚的，在環評過程中，制度運作是交由專家決定，不公開的審議委員會讓地方民眾參與不足，

因此民眾覺得權益是操縱在別人手中，不符合本身權益的保障，也沒有給予參與的機會。在鄰避設施設置

過程中，居民多是單方面接受公部門的「通知」，且說明會的功能並無實質溝通的效果。另外由說明會

時間的任意變動來看，安坑地區居民並沒有感受到過程中的誠意。而面對焚化廠的設置，相關專業資訊也

掌握在開發單位手中，呈現資訊不對稱的局面。在設置過程中的民眾參與，並無決定權，僅在說明會上被

諮詢意見，很明顯的溝通效果不大，呈現權力不平等的現象。

當地由立委、議員及市代表在知曉掩埋場的設置而展開萬人連署陳情。當時參與的意見領袖回憶，當

時萬人連署陳情後政府並沒有給予民眾更多的參與機會。民眾認為「縣府的回應就只是依法行政，對我們

來說卻是推託之詞」。縣府官員即使有創新的想法，也受限法規的規定而不能有所作為。例如一位受訪官

員即提出「即使這案子有我對環境理念的看法在，但是限於法規，承辦人的角色並沒有實際裁量的空間，

所以在行政人員來說只有依法行政」。

另外部份地方居民知道掩埋場要設置在安坑地區，是因為掩埋場地點周邊有一座蝴蝶生態園，園方見

到開發商測量土地才知道並通知當地民眾。一般居民並沒有掩埋場設置的消息，公部門或開發單位並沒有

將相關設置的資訊主動告知一般民眾。有民眾提出質疑，對掩埋場可能產生對地方環境和住民的威脅性，

懷疑掩埋場的設置地方地質不穩將無法承受，但是開發單位以隔離綠帶及強調掩埋場區內未來將保護蝴蝶

生態區的特色等說法，試圖化解居民對環境的疑慮。

(二)社區反抗組織的發展

在安坑地區組織發展過程，出現自救會和大聯盟兩個組織，前者是以地方議員，市代表和里長為主，

後者是以居民為主體。設立的時間以自救會較早，大聯盟的成立是居民不滿自救會成立兩年多，沒有明顯

的效果，因而藉著外來環保團體的協助，成立新組織(大聯盟)。自救會成員以民意代表為主，擁有較多地

方上動員的資源與網絡，而大聯盟成員多是對於掩埋場的設置，其相關的法規、環保、教育等專業知識較

充足。

一開始自救會的成立，主要成員以議員、市代表及里長為主。當時自救會組織還未成立，但是得到訊

息是議員的身分在議會由縣府主動告知掩埋場的設置，在代議制度下議員其實是容易得到縣府政策的推行

的資訊。但這種正式政治身分的影響並不長久，當時自救會會長沒選上立委，連帶失去立委身份帶來的社

會資本，包括組織內領袖的領導與號召力。自救會並沒有持續運轉，後續動員能量也不足。繼任的會長是

當地的縣議員，當時議會通知其將要審查這個案子，因為環評過程沒有民眾參與，只有縣議員可以表達意

見。民眾只能透過民意代表得知環評的審查過程，居民只有在議員的網絡關係上，才能夠接收相關資訊。

多數民眾因資訊不對稱而產生集體行動的囚犯困境，選擇不參與。資訊不對稱主要是由於環評制度中未開

放民眾參與所造成的。部份反對掩埋場設施而參與的居民，在資訊不對稱的情形下，且不在民意代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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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網絡上，不了解議員在環評審查會所表達之意見，開始不相信民意代表。有居民表示「這個案子是縣政

府一個審查的案子，有通知議會，也有通知我們，⋯不過會議就是進去表達意見之後，就請你出來，就是

說當時有表達意見這樣子，他們就繼續審查。每次環評的會議我都會到，但是私底下做什麼行動我並不知

道」。環評資訊不明，民意代表在參與環評過程也無法將訊息傳遞所有民眾，致使沒辦法參與的民眾質疑

議員沒有盡到告知的動作，不相信民意代表。另一方面，在面對掩埋場設置過程的專業技術問題，自救會

並沒有專業的能力來面對。另外在組織分工上自救會也有未盡完善之處。自救會內部成員並不都是安坑地

區的民意代表，安坑選區的議員擔負起反對掩埋場設置絕大部分的事情，其餘民意代表形成搭便車的情形。

(三)地方組織的互動

大聯盟的成立是因為地方居民不滿自救會的行動。大聯盟的成立，新的地方權力興起，自救會感受到

壓力，被迫將組織及責任分工更細緻，期望更有效率，同時呼籲新組織不要成立，將地方反對力量分散。

新組織的誕生顯示地方居民對於民意代表的不信任，居民藉由參與，強調民眾的主體性。新組織希望自行

發展獨立的運作模式，不受限過去自救會的運作，以居民為主體的組織動員，爭取民眾的認同，讓反對掩

埋場運動的聲音不只是唯一的選擇。新組織的成立是因為其認為舊組織效率不夠，希望藉新組織的成立建

立新的管道、新的平台，讓居民能夠參與，也一方面集結地方居民的力量，強調地方居民的自主性與發展，

與自救會的關係能夠保持既是分工合作也是互相競爭。在此一過程中新組織的集體行動對舊組織產生壓力

與競爭，讓自救會警惕到自己也許不夠積極，擔心抗爭過程沒有參與會讓地方居民認為自救會被收買或不

夠認真。

自救會面對大聯盟的興起，並沒有失去運作的空間，兩個組織之間的互動，關係到地方參與的力量發

展。在此反對運動的過程，地方因為兩個組織的互動使得社區權力的結構改變。長期協助大聯盟的一位立

委助理認為以居民為主的大聯盟，因為和自救會彼此不信任，在動員方面只能夠依靠自己的網絡關係，並

沒有辦法動用地方基層里長的網絡關係，在擴大民眾參與便有一定的侷限，。

在民國九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上午，大聯盟動員了大概 300到 500人的車隊遊行到縣長官邸，要求

縣長允諾本案進入『第二階段環境評估』，並且登上全國媒體。由於這次抗爭的活動，讓大聯盟累積相

當的動員組織的力量，同時了解到要讓民眾參與並不容易，除了加強抗爭的正當性外，也開始積極的尋求

自救會的合作；另一方面，自救會發現大聯盟是居民所組成的，在希望化解地方對政治人物「被收買」的

誤解及疑慮的情形下，也希望能與大聯盟合作，共同行動。後續產生了兩組之間的協調會，針對兩組織間

建立互信、合作的機制。兩組織共同決定下次行動的時間、地點、行動路線、訴求等。雙方釋出善意，共

同分工，了解及共同參與。在對外方面也希望能獲得大部分民眾的認同，並擴大參與的力量，以凝聚地方

反對設施設置的共識。

(四)鄰避設施的設置

針對鄰避設施，大聯盟會長提出一些說法，安坑居民其實並不反對。地方自己生產的垃圾，由地方已

設置的焚化廠來處理，掩埋場是地方不需要的設施，他認為：

我們安坑人，不反對掩埋場。⋯每人都會製造垃圾，既有垃圾，就必須有場所去處置垃圾，或焚

化，或掩埋。但是安坑已有焚化爐，已足應付新店地區，尚有餘裕收納別地的垃圾，為何加設掩埋

場，且與既有的焚化爐如此接近，且設在如此人口密集的社區，政府根本罔顧公平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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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開發單位解釋掩埋場處理廢棄物主要是縣府與開發單位簽訂的灰渣處理合約，將安坑焚化廠所生產

的灰渣、底灰運送到附近的掩埋場就近掩埋，也是考量環境污染物質不擴散，集中處理的經濟效益原則。

開發單位的說法是：「所謂的一般事業廢棄物是指無毒無害，而且是不可焚燒的，就是目前的焚化技術無

法處裡的，例如建材中隔音泡棉、污水處理廠的污泥等。而這些事業廢棄物是由事業單位所生產，而原來

新店安坑焚化廠燃燒後的灰渣是每天運輸，經過安坑的主要幹道到八里，將增加交通的負荷，若是興建掩

埋場後，直接就可送到掩埋場處理。」

但里長的說法認為地方強調已經設置一座鄰避設施，還要再建一座，對安坑地區是不符合公平正義的

原則。大聯盟成員提出居民對於已有焚化廠設施產生的環境污染、危害居民建康，還要設置掩埋場的相關

可能產生地質的安全性疑問：

從一九九四年起，就與它共同生活在一起。以直線輻射範圍來計算，焚化爐距達觀社區不到一公

里，距玫瑰中國城也不到一公里，迄今不到十年，已造成相當傷害，例如小兒科診所數目暴增，誰能

保證新掩埋場不致發生土石流，地下水不致滲透？

(五)專家的環評V.S. 居民的環境

當民眾覺得掩埋場蓋在那麼陡的地方，坡度 50、 60度以上，民眾直覺的就會提出質疑。地方議員就

認為居民質疑為何環評過程並沒有讓民眾參與？民眾對地方環境的了解，環評委員並不能夠感同身受。環

保團體認為在環評過程中，制度運作由專家決定，不公開的審議委員會做壟斷的決策審議。民眾的參與不

足，民眾不滿意，就會覺得權益是操縱在別人手上。

另一方面，開發單位認為此案讓民眾參與規劃過程有困難，因為開發單位面對縣府的審核上程序上都

合法，加上規劃過程涉及廠商的商業機密，因此比較偏向讓民眾參與後段回饋、監督營運的過程。此外，

制度上的設計也有問題，一位環保團體成員指出：「在運作過程很容易產生基層的民眾對體制運作的不信

任，規劃案是交由顧問公司、業者跟專家委員會，不管是互相說服或者制度設計的關係，很多開發的問題

沒有辦法在第一關交由專家審議的時候被凸顯」。在動工前的說明會開發單位有意圖要告知民眾將要設置

掩埋場，但是開發單位在租借場地遇到困難。此外，民眾對會場地點與會議時間都認為很不方便，開發商

並未徵詢民眾。

設置過程中開發單位依法只有在說明會才有機會和民眾接觸，事前並沒有主動先與地方溝通，而縣府

又認為面對 BOO(build-operate-own)公私合夥的案子，公部門應保持行政中立，官員說：

今天如果為了這件案子去說明會現場做說明，第一是逾越行政單位的中立；第二是對其他企業不

公平；第三是這應該由開發單位來做，若是由公部門來做，是拿社會的資源來達成個別企業的需求。

但開發單位認為如果設置過程合法，就應依法辦理。如果在面對當地居民的不滿、抗爭就停止，那這

中間他們的權益何在？開發單位認為正因為政府的能力有限，所以需要和民間的力量合作，來處理台北縣

事業廢棄物非法丟棄的問題：

那我會覺得鄰避設施就是不受歡迎，政府的財力和資訊是有限的，便產生BOT、BOO制度，用

民間較為活絡的力量合作達成政策的實行。雖然說政府朝向零掩埋政策的推動，但台灣很小加上零掩

埋政策還需要一段時間，另外，台北縣的事業廢棄物沒地方去，而新店周邊本身也有工廠，新店地區

的產業道路被非法丟棄許多廢棄物，那麼多問題，不能只是說我們不需要這樣的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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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認為縣府提出設施設置的急迫性，以致環境影響評估未進入第二階段的審查作業的說法，並不能

讓居民信服，當地居民說到為何不進入環境影響評估第二階段：「這麼大的垃圾場，⋯是不是應該進入一

個更詳細的(第二階段環評)，可是我們這個蘇縣長講了：台北縣的垃圾目前有急迫性，所以呢，應該馬上

建這掩埋場，那這些環評委員就講這樣就是有條件的通過，來這麼一個定案啦。」環評的程序只有一個流

程，四種可能結論(環境影響評估一般是先提環境影響說明書，只要到達需要環境影響評估的標準，經過

審議就會有結論。結論有第一，不予開發；第二是有條件通過；第三是通過；第四是要求進入第二階段，

進入環境影響報告書。)。環境影響評估的程序雖然有一定的標準，只是在民眾眼裡，掩埋場的設置牽涉

到居民的生命財產，他門不解縣府為何以急迫性(設施的需求)的理由通過環評。

幾位里長也對環評沒有進入第二次審查有些批評，當地居民質疑當時環評的程序，並未考量民眾的意

見，也沒有民眾參與，以急迫性的理由選擇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估。但是開發單位認為即使進入第二階

段環評過程，也不是計畫就會停擺，差別是這個階段會納入民眾的意見，但還是需要專家的審核。開發單

位的意見是：

依環評法規定，在環評說明書審查完，動工之前，要跟民眾在公開場合做公開說明。我們之前是

審「環境影響說明書」，之後若是進入環境影響評估，需要進入第二階段環評，它的程序也是需要專

家學者、政府相關單位，如環保署、市公所、縣府參與委員會的討論，在都市計畫定案前，有公開場

合展覽三十天，讓民眾去了解，有相關回應在修改才做定稿的動作。因此在這過程還是需要委員專家

審過之後才有展示的層級，也並不是說民眾就介入技術階段，那如果介入之後，誰來盡義務，誰來買

單。

民眾為何要質疑環評過程的原因是居民必須為自己反對設施興建的理由尋求正當性，例如行政瑕疵、

危害生命財產，或公平正義的說法，最重要是不能讓外界或是縣府認為其自私。一位民眾指出：「主要喊

的目標還是進入二階段重新環評。不是直接說不要，地方有一些它的斟酌，或者是用這方式先把你卡住，

我直接喊不要，可能容易被抹黑，被打成只是為了反對而反對。」

(六)議題的發展與社會動員

外來的環保團體，如綠色行動聯盟、看守台灣等，在反對的過程中協助串聯各個弱勢地方居民。地方

組織與環保團體的互動合作過程中，經過彼此的互動，創造參與的可能。由於互動過程以信任為基礎，互

動的主客體彼此因信任而拋棄本位主義，降低訊息傳遞及互相了解所需要花費的交易成本。一位環保團體

成員指出：「過去這些地方的居民都是自己解決，也沒有能量跟網絡去串聯，所以那些環保團體的角色就

是在這個地方，它可以去做一個串聯，把有問題的層次拉到對政策的質疑，地方自救會比較沒辦法做。」

安坑掩埋場的設置在通過環評之後，需要在營建署經過水土保持及區域計畫兩方面做審核，對於政策及後

續層級更高的單位，民眾在專業及資訊方面並無法獨立對抗，因此借助環保團體及立法委員的幫助，在中

央監督事件的發展。地方居民也由這樣的訊息管道，發展地方動員抗爭的力量。早期時居民只能仰賴自救

會的網絡、組織來號召民眾，但又對於自救會的資訊管道封閉無奈與不信任。

新店掩埋場設置計畫是由開發單位提出，土地已取得。當地居民認為土地開發除了要設置掩埋場之

外，也為大企業被套牢的土地解套。居民提出：

「(那塊地是)中國信託底下的建設公司所有，⋯大概(民國)七十幾年，八十幾年，⋯當時就預備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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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別墅，但是沒有想到在民國82還是83年時⋯就是當時賀伯颱風，⋯結果中央政策就改變了，山坡

地30度以上的就不能開發，⋯基地現況在60度以上，很多地方在70度還有在80度的，⋯今週刊，

在去年6月時有提到：這個是為中國信託解套，⋯今週刊的估計，這個垃圾掩埋場如果完成的話，對

中國信託的收益有二百多億的⋯.是不是跟台北縣政府有掛勾呢，所以我們希望檢調單位可以來查，

因為太不可思議了，⋯」。

但是開發單位認為此計畫土地的取得只要合法，加上這項計畫屬於民間的開發行為，規劃過程並不容

易讓民眾介入，只有在後續回饋、相關環境問題上與民眾來共同決定，相關的責任與技術便由公部門來作

審核。開發單位認為：

⋯你說要居民參與規劃過程，我覺得有困難。如果是掩埋場以後長什麼樣子？這是民眾可以參與

的，因為這是一個開發的行為。基本上，基於環境需求讓民眾了解環境政策，為新店為安坑地區解決

環境問題，改善或認養公共設施，這樣民眾才能體會並監督市代表、議員為民眾爭取這些事情。土地

的取得是由地主提供，只要取得程序合法，在送審階段，一切合乎法令，又怎麼可以質疑？

居民與里長對掩埋場的設置始終面對居民與資本的衝突，如同李永展(1997)指出政府面臨支持生產(資

本家)或消費(社區)的兩難。地方居民認為：「這就不知是不是中國信託的利益⋯又從壹週刊的報導，被

套牢的土地有兩百多億的利潤，我們也去中國信託來抗議」

由台北縣BOO最終處置場執行經驗計劃書中寫到：「現階段開發單位所選擇之場址，基本上面臨著

與當地民眾溝通上的問題，由各個層面展現之狀況不論業主(環保局)或開發單位均需坦然面對」。開發單

位是開發主體，對於面對民眾的抗爭，應該負起與民眾溝通，拿出化解爭議的誠意。但即使把問題解決的

成本由開發單位負責，例如買斷環境權、後續回饋及營運監督，還是無法解決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及抗爭

帶來的社會成本。公部門站在業主的立場，同時又是制定政策的一方，應該要避免這樣的衝突一再發生，

以免讓民眾對公權力產生質疑，將居民帶向與資本衝突的另一端。

對於民眾質疑的水源污染的問題，開發單位在環評委員的要求下，將原本處理無毒的掩埋場防護措施

提高，以處理有毒污染物的標準來設置。此外，居民對環境最大的擔憂是基地坡度的問題及開發規模太大，

安坑地區人口稠密，若發生災害，居民首當其衝。居民指出：

⋯最大的問題是坡度的問題，平均坡度60%，本身的基地條件就有不適合的問題⋯設施設在人

口密集的地方，政府有辦法嗎？只有產生與民眾的對立。⋯政府可以規劃可設置及不可設置的地點。

若是在地點合適就可以申請，反之即使有地也不可申請⋯掩埋場距離地方大概800公尺、太近會對居

民產生威脅⋯認為企業做的交通評估用的資料是70幾年的資訊⋯拉到無對話、無教育、無溝通的資

訊落差。

民眾基於自身的生命財產，有權利對當重要國家政策表示意見，因為這些決策對於受害居民的影響才

是最大的。更何況如焚化爐、掩埋場等的負外部性設施，往往也都落在經濟與政治上處於弱勢的地緣，居

民只有自力救濟動員組織，擴大參與，尋求協助及發展論述來對抗公部門與資本。

當地里長及居民反對縣府以處理事業廢棄物的需求，將設施設置以急迫性為由，使環評沒有讓民眾更

進一步參與的機會。環保團體檢視台北縣的事業廢棄物掩埋場的需求，縣府將議題設定為此類設施為需求

性設施，對於一般事業廢棄物掩埋場設定為由民間企業來申請，縣府則做好審核的責任。政府提供基本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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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和監督的角色，將公共服務外包，如此的政府是屬於弱勢地方治理的角色。

有地方民眾認為中央對垃圾處理政策是偏向末端處理，應該從其他替代方案，或是鼓勵興建資源回收

設施：

那是因為政府長期在其他可行的方案都不去努力，⋯一些再生設施沒有去發展，⋯單純講說這個

(掩埋場)是必要性的設施，我們會覺得這句話值得質疑。現在用BOO、BOT的方式，讓民間來投入

這個掩埋場，這個方法也有問題？⋯沒有其他替代的方案，你的方案就是鼓勵民間來投入事業廢棄

物，那你為什麼不是鼓勵民間來投入一些回收再利用，⋯蓋掩埋場得確是大家都不喜歡的東西，但是

為什麼政府要把他變成這種必要的東西？廢棄物處裡是垃圾處理的最後階段，政府應該往上、從資源

回收再利用來思考，但現階段是鼓勵焚化鼓勵掩埋，而不鼓勵其它的方法。

焚化廠及掩埋場等設施，在台灣一直是不受歡迎的設施類型。地方居民接受環保團體的論述，展開對

縣府以急迫性處理掩埋場設置的反擊。但本案在縣府有條件通過環評的決議下通過後，完成地方層級的行

政程序，居民與開發商的行動各自暫時告一段落。但因為居民的反對態度不變，掩埋場的日後開發與施工，

仍將充滿變數。

五、鄰避與風險社會：新店個案的分析與討論

鄰避相關的文獻已經累積相當可觀的數量，在探討其設施的類型，解決之道等，一直有學者提出不

同的看法。然而多數的文獻是以單獨的問題解決的角度看待鄰避。這樣的看法未能挑戰鄰避在社會中存在

的意義，以及問題的生產邏輯。甚至這樣的看法是在強化鄰避設施的合理性。風險社會的概念是一項鉅型

的社會理論，處理現代社會發展的議題。鄰避在風險社會的理論概念之下呈現了不同的意義。鄰避的發生

與處理在風險社會中可以有以下的綜合思考：

(一) 風險社會描述的是一個風險生產到風險分配，影響人民反省的過程。在現代化的社會中，科層制度結

合專家，以科學理性之名，決定風險的定義與程度，而這樣的結果再由法律來強制執行。承擔風險的

人民沒有反對的權力。當然並非所有鄰避產生之外部性均可納入風險社會的分析架構下。前文已經指

出，都市集體消費中的不寧適設施，如殯葬設施，雖會引起鄰避現象，但此類設施顯然並不會產生風

險，而對現代化生成反省性的社會行動。不寧適的設施會引起鄰避鄰避現象，鄰避中亦有不理性的行

動，要求在前文中提出的以金錢補償。若僅從消除外部性的觀點視之，這個方法可以解除鄰避引起的

抗爭，但這顯然並不能夠達成風險理性，因為它並不能降低風險，反而是在日後風險轉成災害時，失

去再處理的正當性，以及因風險累積而可能加大災害的危害程度。在風險社會中任何一個區域與世代

的人民都沒有賣斷風險的權利，也因此風險社會的理念無疑的是達到永續發展的必要思考。在新店的

個案中，開發商提出以後續的管理處理外部性的交易，但居民卻不接受。居民對坡地開發的質疑與日

後可能災害風險的疑慮，使得他們不接受開發商的方案，是一個促進反省性現代化的可能。而個案也

指出，後續過程中環保團體的介入，也正是這項反省性現代化由社會學習所產生的影響與日後影響其

他地區的契機。然而本地的區位因素：相對高價的集合社區，居民多為中產階級，也顯示風險社會的

理念需要高教育程度的居民與良好的社會網絡來動員人民，才可以達成社會學習的功效。這印證了前

述所稱的風險生產的地方性因素。安坑地區的反對運動歷經了兩個地方組織發展的階段，前階段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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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地方勢力動員為主；而後階段則以新興社區的中產階級民眾動員為主。這兩者的差異除了人際

網絡與外界環保團體學習的程度差異外，也說明風險知覺即使在同一地點也受文化與社群差異的影

響。

(二) 在鄰避中的一個普遍的現象是居民對政府與開發商的信任低落，在個案中也非常明顯。風險社會指出

風險社會中的一項特徵：「組織性的不負責」，科層組織的理性是民眾無法接受政策的原因。而這

一點也造成公共政策的不易達成。不管廠商是否真的可以做到不傷害環境，民眾對環境決策的不信

任，使得負責與不負責的廠商，都必須承受拒絕的結果。對負責的廠商而言，廠商承受了過去環境政

策的債務。類似的例子是以高環保要求的德商拜耳設廠的例子(這不代表拜耳案不具有風險，而是其

必須承接過去的政策債務)。風險社會指出科層制與科學理性結合後劃分的「非政治」部分，排除

民眾參與。在本案中第一階段的環評無民眾參與，此外個案中台北縣府內的承辦人員也指出，他必須

依法行事，即使他本身有對環境的看法。公務員必須依法行事是馬克思指出的的「物化」，也是韋

伯說的「目的理性」。貝克的「組織性的不負責」指的是同一概念，但更包含了一個跨組織的集

體不理性。現實上，對開發商而言，台灣的民眾長久以來已經累積出對政府與開發許可的體制不信

任，加上開發商本身必須承受環境的歷史債務，開發商本身應當體認這個時空特色，反而應該主動爭

取一階環評，主動的，早期爭取民眾的支持。

(三) 國家在本案中的角色除了是「組織性的不負責」之成因外，新店的個案也顯示了國家因能力的限

制，必須與企業合作，私有化其責任。因此我們看到了國家從公共服務的提供者的角色，轉為公共政

策的仲裁者與開發商的守門員。開發商經營掩埋場是以營利為目的，而民眾自然有理由不信任開發

商。如同Lake(1993)指出，如此的發展模式只在促進私有財產的極大化與保障資本累積，國家的作

為自然是偏袒資本家而犧牲社區利益。地方政府一再以急迫性為由通過環評審查，但是私人開發公共

服務的急迫性卻顯示政府私有化地方公共服務對民眾參與可能造成的負面性。

(四) 鄰避產生的主要因素是外部性的產生，而外部性的分配不僅是對污染源的地理接近。本文指出，外部

性的影響是跨時空的。因此風險社會中的鄰避不應當以區位作分割。因此，鄰避現象應當創造一個公

領域的議題，由社會整體對此負責，而不應當由設施週邊居民獨立承擔。然而現實生活中鄰避的動

員，通常僅有設施週邊居民參與，形成地緣性之公領域。這是鄰避的第一種困境。鄰避的第二種困

境，如前述的文獻指出，社會上的多數可能一邊享受鄰避的集體消費，一邊污名化鄰避的參與者，特

別當鄰避設施是必要的社會集體消費。新店的個案中，參與者多是設施週邊的居民，證明社會多數對

此一議題的反省有限，確實有地緣性公領域的現象。但慶幸的，在民眾參與抗爭的過程中，並未出現

污名化的現象，而參與者的內部，除了有因舊組織無效率而形成新組織的新舊組織雙頭馬車的現象，

並未有爭奪與分化，形成自我抵銷的反挫。在參與的過程中反而是因組織的分化，加入了外部環保團

體而使得參與的局面因而拓展。貝克提出的「次政治」的概念是號召公民社會的草根團體加入討

論，而促成「審議民主」的發生。在新店的個案中公民團體的加入的確在資源、在議題與論述的創

造上，強化了反對的力量。然而，在後續的正式政治的過程中，是否能夠繼續產生影響，人民如何以

反省式的現代化，促進地方發展與組織及制度的變革，仍有待後續及其他個案的觀察。貝克認為風險

社會發展的動力在於反省風險對人的影響，以重新改造社會。然而這樣的改造並非一蹴可及，不應期

待其對社會制度有立即之影響。

(五) 鄰避的主因是外部性，外部性不必然是風險，但風險必然是外部性，或外部性的一部分。倘若風險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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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被計算在價格(開發成本)之內，那風險社會即不存在。以外部性的經濟學定義看待風險，因其成本

未反映出風險之價值，廠商與政府之得益，製造了社會不公。換言之，風險社會點出了在此環境之

下，廠商的剩餘價值已由對勞工的剝削(現代化的廠房可能沒有勞工)，轉向至對環境與對社會整體的

剝削。因此貝克的風險社會理論，除了以哈伯馬斯的溝通理性理論作為其溫和的行動之指引，指出未

來之行動可能外，也可以連結馬克思主義。貝克認為風險的分配是跨階級的，主要是來自實證的經驗

觀察。但如果以馬克思的觀點而言，個案中民眾憂慮的風險或外部性主要是日後開發可能造成對環境

的剝削，在風險社會中這終究會反映在他們與社會大眾身上，風險的分配是跨越財富階級的。

(六) 在新店的個案中，開發的行動遇上了極大的阻礙，部分原因是此地的居民大部分是中產階級。他們的

反對是因為居住的家園，是以半生的積蓄購買得來，許多人甚至是看上此地良好的環境，所以在退休

後遷居至此。這個情形與之前文獻所提的，鄰避的選擇是最小抵抗路徑，而總是靠近弱勢族群的矛

盾。但新店個案應當置於另一個社會發展的風險架構下。 80 年代起台北急速的都市擴張(ur ban

sprawl)使得台北郊區的汐止與新店湧入大量的人口，但週邊的公共設施卻遲遲未有適當之規劃，直

到今日，新店安坑的居民依然飽受不足夠的公共設施與交通不便之苦。居民與開發商所共同承受的風

險適度是都市化的風險。居民承受都市化移往未開發郊區的風險。同樣的開發商也是承受快速都市化

後長期持有土地之風險(雖無正式資料顯示開發商多年前購入土地之開發目的，但以其申請區域計畫

土地變更之動作作推測，其多年前購入土地原本應不作掩埋場之計畫，住宅區開發應為合理之推測。

此外亦有居民指出，掩埋場是作為土地被套牢之解套)。在大台北週邊地區，可開發土地之有限。掩

埋場之開發與否，對開發商與居民而言，均為快速都市化之風險應驗之損害。

六、結論

本文就新店安坑掩埋場之設立，驗證鄰避與風險社會之理論。鄰避現象主因為外部性，若無外部性，

則無鄰避。而外部性與風險社會所指之風險，在概念有互相闡明之效果。傳統的鄰避理論多以微觀的觀點

探討鄰避設施的特性與解決之道。風險社會為一新近之西方鉅型社會理論，旨在處理現代社會發展進程之

問題。本文引導鄰避現象進入風險社會之分析架構中，指出鄰避現象可以引導出台灣社會對環境議題之轉

化。以問題解決的方式處理鄰避，除了無法面對依舊存在之風險外，也在合理化傳統的非政治領域，賦予

專家政治定義風險的權利。由新店個案的例子可以指出以下的結論：

(一) 風險社會理論可以為鄰避現象提出一個巨觀的結構觀點。新店個案對風險社會理論的許多概念具有驗

證的價值。在新店的案例中，風險的分配是透過專家政治所決定，這一部分是貝克指出的非政治過

程，但社區居民透過自我動員的次政治與社區外團體連結形成反身性。風險社會理論並不是對鄰避理

論的『換句話說』。以風險社會的觀點看待鄰避現象可以提出更近一步的思考，處理現代社會財富

與風險分配的議題，並且將傳統看待鄰避之『選址』與『問題解決』的微觀角度，轉向到社會發

展與現代化等巨觀議題。

(二) 在社會動員的部分，新店個案的兩個社會組織呈現出風險意識與地方結合的差異。風險意識的生產與

地方的政治與文化有關。在新店的個案中後期出現的地方組織成員多為中產階級，而他們較有社會資

本與學習能力也因此他們較能夠拓展組織產生次政治對政策的影響。

(三) 除了科層體制造成的集體的不負責形成鄰避外，本文也指出：地方服務的私有化也是造成鄰避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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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方政府轉包公共服務予民間企業，進而移轉其責任與角色，但此一來卻造成民眾對政府的不信

任，加劇鄰避現象。

(四) 本文發現新店個案中共有兩個風險結構：一是地方民眾反對的環境災害風險。民眾透過動員與社會學

習產生反身性，其結果如何則難以預測，但這已是一個進入第二現代的可能；另一風險是都市發展與

擴張的風險。在此風險之下，所有人都是受害者，但民眾卻未對有所回應，反省都市擴張與環境的關

聯。

(五) 貝克指出，哈伯馬斯的溝通行動理論是一個解決風險社會的可能方向。然而溝通行動理論必須處理它

與理性選擇理論與集體行動難局的調解之道，否則只是一個限制下的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因

為民眾必須參與才可以進行反省與溝通。哈伯馬斯的理論只提出對願意參與的行動者溝通之道，對於

未能參與的民眾而言，溝通是未發生的，而溝通行動理論主張的協商與社會學習自然也無從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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